
冷战后西方的核威慑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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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核威慑在当今国际安全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认为,

鉴于冷战后西方和非西方对抗的规模、西方的常规力量优势、常规空中打击以外的其他常规

方式的可选择性,表达威慑信息方式上的问题,以及随便使用核武器而来的道义和政治代

价、遭到报复的危险、增强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等因素,西方国家的非报复性威胁使

用核武器意义上的核威慑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虽然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将放弃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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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显然,军事领域的因素及其变革不可避免

地会深刻影响国家间的政治生活。这也是西方国际政治学者们的一个传统研究重点所在,他

们关注军事技术、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进攻和防御、军事战略和战略文化、军事组织、军民

关系等等因素对于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形成了不少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比

如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相对效用、战略文化、军方的组织利益等对对外冲突、威慑以及核战略

的影响的种种理论。着眼于国际政治的现实,在重视“宏观大理论”(无论是关于传统的“时

代”和“格局”问题,还是关于源自西方的各种“范式”问题及在此统辖下的相互依赖、民主和

平、国际制度、文明冲突、全球化、民族主义等问题)和以传统的方式来研讨各种“关系”问题

及地区问题的同时,军事力量及其变革和国际政治之间的理论和实践关联也应更多地为我

国的国际政治学者所关注。

迄今,没有一种武器象核武器这样紧密地和国际政治联系到了一起。核武器的巨大破坏

力使人们倾向于认为,在核国家之间,避免战争比赢得战争更为重要。冷战时代两极之间“热

战”的得以避免也被普遍地归结于它们各自拥有的庞大核武库。总之,核武器被广泛认为对

于国家间的政治斗争具有下述威慑意义上的作用: 一个核国家的核武器可以迫使其对手约

束其行为,从而降低国家间军事冲突的频度或强度。即便在军事意义上,“威慑”也被认为是

核武器的基本功能。不过,冷战的历史也明显暴露了核威慑作用的局限。①

今天,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核大战的危险也已散去。可是,核武器在这个世界

上依然存在,核国家似乎还有增加之势。那么,在冷战后新的国际安全局势背景下,一国的核

威慑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他国的行为? 或者说,核威慑将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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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对此的实证研究,参见: R ichard N ed L ebow & Jan ice Gro ss Stein,W e A ll L ost the Cold W ar,
P rinceton U n iversity P ress, P rinceton, 1994. 关于核武器对于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稳定”作用,有人对现有
的主要观点作出了简述。见 Jam es J. W irtz,“Beyond B ipo lo rity: P ro spects fo r N uclesar Stab ility after the
Co ld W ar. ”in T. V. Pau l, R ichard J. H arknett & Jam es J. W irtz, eds. , T he A bsolu te W eap on R ev isited : N u2
clear A rm s and the Em erg ing In terna tiona l O rd er, T he U n iversity ofM ich igan P ress,A nn A rbo r, 1998. pp.
138—140.



本文要探讨的是冷战后时代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作用。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核威慑是指

非报复性威胁使用核武器 (也可以说是首先使用核武器)意义上的。这样的说明并未限制论

题的价值,因为在首先遭到核打击的情形下进行核报复通常被视作当然之举。而且,所有的

核国家总是希望,除了防止其他核国家对自己动用核武器,自己手中的核武器还能具有更广

泛的威慑作用。实际上,平时人们谈及的“核威慑”首先就是非报复性使用核武器意义上的。

如今,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与此相关. 它们也拥有最为强大的军事力

量,包括核力量。另一方面,似乎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对抗

的主题,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总是不时存在着。而且,在对

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中,也有着西方核国家。因此,研究当前西方国

家的核威慑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就该问题的研究状况而言,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军队部门的一

些人士涉及到了这一方面,但也未提供系统的阐述。① 在国外,论述核威慑的著述远比论述

核扩散的要少,而且,本人从中尚未看到紧密结合当前实际深入探讨冷战后西方世界核威慑

的作用的研究成果。②

今天,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已无现实的可能。相应地,冷战后西方国家只可能与非

西方国家发生军事对抗。因此,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作用是在这种框架中加以考察的。由于

“可信性”是决定威慑的作用的主要因素,所以,本文主要是从“可信性”的角度来论证上题。

有限的对抗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谋求建立一个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为基础、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集团为领导者的全球秩序。与此相应,对非西方地区事务的积极干涉成为了西方国家

对外行为的一项基本内容,而军事力量的使用和威胁使用也成为了西方的一个政策手段。③

根据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经验,在冷战后时代,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威胁或打击的对象是“桀

骜不驯”的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传统上属于第三世界的这类非西方国家。西方的具体理由主

要是: 11它们从事或支持主要以西方国家为目标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2. 它们国内存在

着严重的“侵犯公民或少数民族权利”的行为; 3. 它们“侵犯”了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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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曾指出当前美国可能动用武力的七种情形。见M ichael P.
N oonan,“T he Illu sion of B loodless V icto ries,”O rbis, 41, Sp ring 1997. p. 312.

关于美国学者对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探讨和相关的官方文件,见M ichael E. B row n, Ow en R.
Co te, Sean M. L ynn2Jones & Steven E. M iller, eds. , A m erica’s S tra teg ic Choices,M IT P ress, Cam bridge,
1997.

一些著述能够提供若干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两本著作值得一提,它们是: Keith B Payne, D eterrence

in the S econd N uclear A g e; U n iversity P ress of Ken tucky,L ex ington, 1997; T. V. Pau l, R ichard J. H arknett
& Jam es J. W irtz, eds. , T he A bsolu te W eap on R ev isited : N uclear A rm s and the Em erg ing In terna tiona l O r2
d er; T he M ich igan P ress,A nn A rbo r, 1998. 但是,前者主要论述的是,在冷战后的新环境中,美国如何利用
核威慑来遏止敌对的非西方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后者涉及的主题相对广泛,但并未对本文所针对的问题有
专门的分析,且也没有和冷战后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具体现实紧密结合。

比如,我国防大学有研究人员认为,“由于目前美国开始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器的数量和国际社会
在政治上对使用核武器的牵制增大,核武器在美国军事力量中已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具有基石和核心的作
用”。见王仲春、夏春平著,《美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国防大学出版社,北京, 1995年版,第 137页。



方世界眼中的这些行为都远未在直接的意义上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生死存亡。即便一个非西

方国家侵占了另一个国家,也很难想象这个“牺牲品”是西方国家。而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形

中,这种占领将只是对某国领土的部分占领。即便是完全的吞并,它也远不是西方国家需要

倾其全力加以对付的。因此,一个非西方国家对另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军事行为最多只是损害

了西方重要的而不是生死攸关的利益。

因此,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每一个上述形式的“威胁”都是有限的。实际上,当强大

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国家的行为作出军事反应时,是后者而非前者有更多的受威胁感、紧张

乃至恐慌。如果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安全的挑战遍布了全球,考虑到对于某个安全威胁的回应

方式将切实地影响到其他的安全威胁的强度,对于某个或每一个具体的安全挑战,西方国家

也许会采取“过度反应”策略,以求显示自己的决心,使每一个挑战者都意识到,和西方作对

将招致比想象的要更加严厉的回击。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在非西方国家中,和西方处于对

峙或对抗之中的只是极少数,西方集团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使一些原本和它们对立的非西方

国家也对之采取了稳健政策,包括伊朗和利比亚。绝大部分的非西方国家基本上持有亲西方

的倾向,和西方也保持着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席卷非西方世界的反西方浪潮也远未出

现。这样,西方国家并无必要对若干处于其对立面的非西方国家的行为作出像使用核武器这

样的过于强烈的回应,这只会适得其反。

所以,在冷战后时代,无论是从单个的还是总体的强度来说,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

“挑战”都是有限的。不过,也需要认识到,如果一国对另一国发出了威慑或发起了打击,那它

被牵扯进这场对抗的利益不仅仅包括那些成为冲突所在的内容,还包括和这些威慑或打击

行为的结果相联系的政治利益。比如说,国家的政治威望。如果一国的威慑不为对方理睬,

而它又没有履行威慑,它的威望可能受到削弱,它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可能受

损。如果一国言出必行,它自然捍卫了自己的威望。可是,如果为履行威慑而进行的军事打

击也不能令对手屈服,威望问题还可能存在。为此,一国或许会硬着头皮把战争打下去,以求

最终使对手认输。在同样的意义上,作出威慑或打击决定的领导人的政治生命也多少维系在

其决定所导致的结果上。

这样一来,一场国际对抗不免有着和一国所牵涉进去的利益并不相称的升级危险。在科

索沃危机中,北约和美国之所以旷日持久地对南斯拉夫进行猛烈轰炸,并且同时考虑地面进

攻计划,也是因为和这场危机的结局相连的北约、美国及其领导人的声誉问题令其难以蒙羞

而退。那么,假如常规的军事打击不能使某个本来只有限地威胁到西方利益的非西方国家屈

服,为了上述的政治利益,西方国家是否会动用核武器?核威慑是否因此而具有明显的作用?

这里的看法是,这种利益虽然重要,但也远非生死攸关。所谓的国家威望的作用往往显得虚

幻,而西方领导人的政治声望更只是一项个人利益所在。乔纳森·莫瑟尔的经验研究认为,

在对抗中,为给自己挣得一个有决心和魄力的名声而和对手打仗没什么必要。在将来的对抗

中,这种名声对于对手的心理很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①即使作一次退让也许被认为对国家

的威望或领导人的国内地位有重要的消极影响,但很可能仍有更为重要的利益令人难以割

舍这种选择。所以,古巴危机中的赫鲁晓夫最后屈从了美国的压力,而死了几个美国兵就令

白宫对艾迪德由缉拿改为了安抚。当初北约对南斯拉夫揪着不放,那是因为它自觉还没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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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nathan M ercer, R ep u ta tion and In terna tiona l P olitics, Co rnell U n iversity P ress, Ithaca, 1996.



非要找机会下台甚至红着脸认输的时候。而且,对北约来说,如果停止对南斯拉夫的空袭,转

而实行全面的制裁,它的所谓“威信”难道就一定比以前下降了?它对南斯拉夫的长达几个星

期的猛烈空袭即便没有让贝尔格莱德屈服,在日后也不能不令有关的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强

硬的炮舰政策有所顾虑。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现实中,有什么威望是如此不可舍弃,以至于值

得为之去承受使用核武器的严重而又不可预测的道义、政治和军事后果? 况且,如果某个国

家或领导人使用了核武器,难道这对其威望和地位就没有相反的作用?

因此,在冷战后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具体对抗 (无论它是处于军事冲突阶段还是危

机阶段)中,所牵涉的西方国家的利益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 对西方国家而言, 对抗是有限

的. ①所谓“有限”,指的是一场对抗所涉及的西方利益的大小使西方国家使用核武器得不偿

失,这决定了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核威慑的作用的限度。这里的“得不偿失”不仅和使用核

武器的消极后果本身,比如核武器的使用促进了核扩散;也和对抗中牵涉的利益的大小直接

有关,比如为不那么重要的利益而使用核武器会招致更大的道义责难。这些也是下文将进一

步分析的。

核打击的破坏性

通常,核武器的使用会令人想到整个城市成为废墟以及成千上万的生灵遭到灭绝。在当

前的对抗中,假如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首先动用核武器,所打击的对象将是以军事和工业

目标为主的非平民目标,而且会尽量是那些不位于城市的目标,因为核爆炸的冲击波和释放

的放射性核尘埃对平民仍然可能具有严重的“附带伤害”(co lla tera l dam age)。在自海湾战争

以来的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中,常规空中打击完全针对的是军事和工业等非平民

目标。西方国家这样做的一个基本考虑是,对平民聚居区的轰炸所造成的巨大平民伤亡会造

成巨大的道义问题,进而给自己带来不少政治上的困难。在不少西方人士看来,之所以基于

道义问题应该避免平民的重大伤亡,在于他们不是非西方国家的那些应予“惩罚”的行为的

直接参加者,他们对于本国政权也不能发挥实质性影响。如一篇《外交》季刊上的文章所说,

用核武器来彻底摧毁伊拉克或北朝鲜的平民聚居中心是极不正义的。“不管是伊拉克还是北

朝鲜的平民对于他们的政府都没有任何有效的控制。苏联的居民也是如此。⋯⋯一项单方

面确保摧毁的政策不仅对美国没有价值,而且也超出了美国公众的良心能心安理得地把持

住的界限。它将在所针对的目标及处于其下风的邻国引发如此不成比例的复仇心理,以至于

这种战略几乎没有可信的威慑力。”②另一个被经常提及的理由是,在“专制”的非西方国家

中,统治者并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和福祉放在心上,他们所重视的是那些对于他们掌握政权至

关重要的“权力资源”,比如军队和警察系统等等。同此,应该将这些作为军事打击的对象。这

是一个在美苏对抗年代就已存在的观念。如今,同样的逻辑又被运用在了那些所谓的“流

氓”国家身上。

精确轰炸技术使西方国家能够实现对打击目标的选择性。而且,用核武器打击居民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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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eth C rop sey,“T he O nly C redib le T h reat,”F oreig n A A f a irs,M archöA p ril 1994.

有美国学者认为,西方对非西方威胁的性质是夸大的。见 John M ueller,“T he Catastrophe Q uo ta:
T roub le A fter the Co ld W ar,”J ou rna l of Conf lict R esolu tion, 38, Sep tem ber 1994.



作法等于为日后他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树立了危险的先例。也不会有人相信,西方国

家敢于发疯地动用上十枚核弹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即使所针对的都是军事和工业目标。这必

然导致一场数以万计的平民被“连带”杀死 (比如由于核尘埃)的空前的人道主义惨祸,当然

也会造成巨大的生态悲剧。而且这类结果很可能是跨国界的。这样做的唯一技术理由只能

是,借助大范围轰炸来预先摧毁对手的核报复能力,假如对手是一个核国家的话。可是,撇开

如此行事的其他各种严重后果不谈,单是这个目标也不能有把握实现。

有关的非西方国家所预期的西方核打击的破坏性的相对有限可能降低西方核威慑的约

束力。如今,西方存在着关于微型核武器的讨论。①这种核武器杀伤力的相对较小似乎使其

变得“可用”。可是,破坏力的有限难道不会损害威慑的作用? 这种结果还可能由于下面的情

形而得以强化: 核武器毕竟是核武器,在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轰炸过去几十年之后,对核武器

的十分有限但却是首次的使用必然会在全球引起后果无法预料的轩然大波。这样,鉴于对抗

所牵扯的实际利益,西方国家的核威慑自然又遇到了作用上的严重问题。

基于空中打击能力的常规威慑

对西方的核威慑的作用的一个强有力挑战是西方拥有的常规威慑能力。基于高技术能

力,如今西方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具有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明显优势。西方的常规空中打击能

力的强大尤为突出。海湾战争和科索沃危机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西方国家而言,在和

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自己优越的常规空中打击能力可以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一个

有力手段。精确制导的常规炸弹和导弹可以准确地击中有关目标。具有穿透力的弹头还可

以对一些地下“硬目标”进行打击,摧毁地下指挥所、军火仓库或其他军事设施。因此,常规空

中打击能够给对手造成严重乃至难以接受的损失。而且,空中打击的准确意味着更少的平民

伤亡,这自然有利于减轻平民的伤亡所引起的道义问题。对照于多国部队空袭的猛烈,伊拉

克在海湾战争中所遭受的平民伤亡应该说明显是小的。②当时在巴格达的一位和平活动家

提到,灵巧炸弹没有“造成可使和平运动发动起来的那种图景。”③

奉行空中打击战略还可以使西方国家大大地降低己方战斗人员的伤亡和物质损耗,从

而减少国内对卷入军事冲突的抵触情绪。首先,空中打击的效力意味着不必或至少暂时不必

投入大量地面部队进行地面作战,而进行地面战争不仅可能带来相当的人员伤亡,还要求得

到比单纯的空中打击要大得多的财政支持。其次,空中打击的长距离可能意味着,起飞或发

射基地可以处于敌方的反击之外。再者,空中打击的准确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出击架次和

更少的弹药来取得同样的战果,从而可以明显降低物资和飞行人员方面的损耗。

所以,在冷战后时代,西方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强大的空中打击能力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常

规威慑。除了上述自身的优点,相比于核威慑,这种威慑还有其长处。一旦威慑失败,履行它

不可能像履行核威慑那样容易引发不少严重问题,比如道义问题和遭到核报复的危险。所

以,在冷战后和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西方国家大可以常规空中打击相威胁,进行常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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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这也是普遍的看法。比如,塞思·克罗普塞主张用常规巡航导弹来遏止对于美

国及其盟国的核攻击。①

在实践中,以常现空中打击为主的武力威胁或武力打击也已经成为美国对付“不友好”

的非西方国家的流行政策。与此相关,相对于基于常规空中打击的威慑,西方国家对非西方

国家的核威慑的可信性会进一步淡化。这种变化是最近二十年来发生的“军事革命”( revo2
lu t ion in m ilita ry affa irs—RM A )的一个结果。以技术变革为基础的军事革命的一个重要内

容就是常规武器正在赢回被核武器所夺去的使用空间。前苏联的战略家和军人是第一个认

识到了这种变化。苏联元帅尼古拉·奥加尔科夫曾声称,技术突破将赋予常规武器一种在过

去只能是梦想的精确性,从而使其在战斗中具有一种堪与战术核武器媲美的效能。今天,“许

多分析家和战略思想家相信,军事革命正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发生。主要的特点就是常

规武器在为冷战期间核武器增加的阴影笼罩了五十年之后重新焕发了生机。”②冷战时代美

国在核战略领域的头面人物保罗·尼采也认为,精确而有威力的常规武器使核武器不再那

么为人需要,而且,由于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的技术优势,禁止核武器只会有利于美国的利

益。③

一种威慑手段是否具有可信件,不仅取决于就其本身而言,当事者是否具有实施这种威

慑的能力和意愿,还要看在此之外,他是否具有更好的威慑手段。在和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

西方国家实行以空中打击为主的常规威慑的能力将严重损害核威慑的可信性。当然,在目

前,常规力量并不能完全取代核力量的威慑地位,尤其是在战略威慑方面。但是,常规力量效

能的强大毕竟给西方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威慑手段。假如用常规武器就可以有效地打击敌

方,而又不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要去使用核武器呢?

空中打击失败之后的选择

应该承认,基于常规空中打击的威慑不一定能使对手退让,而发起这种打击最终也未必

令其屈服。罗伯特·帕普通过经验研究认为,二战期间盟国对德国和日本、朝鲜战争中美国

对北朝鲜、越战中美国对北越和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的空袭都未产生多少积极效果,反而令

对手更不愿意屈服。④可是,即便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常规空中打击不能带来所期望的

政治成果,西方核威慑的作用依然十分纤弱。在科索沃危机中,虽然在很长时间内北约绵延

不绝的空中打击没有让南斯拉夫屈服,但西方国家并未发出核威胁。与此同时,它们倒是不

断地表露出选择地面进攻的倾向。和核打击相比,地面进攻远为费钱且容易带来己方战斗人

员的重大伤亡。但是,它的成功就意味着对手的最终失败。重要的是,它没有伴随着核打击

而来的那么多令人把握不定的副作用,后者令地面战可能造成的士兵伤亡的重大以及由此

而来的政治风险也相形见绌。而且,核弹投掷出去就收不回来,而地面进攻则没有排除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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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进攻的同时或进攻受挫之际,还可以考虑其他旨在实现政治目标的途径。为此,如果

长期的空中常规打击没有结果,而西方国家又不甘心放弃或丢失脸面,它们更可能选择地面

行动。

假如地面战争也达不到目的,而其他举措也无力改变局面,西方国家还是不可能使用核

武器。根本的原因是,在冷战后时代的有限冲突中,对西方国家来说,动用核武器可能导致的

各种消极后果要超出所能带来的好处,包括“威望”、“声誉”这些精神价值。何况,核攻击能取

得多大的成果也是疑问。面对僵局,合格的政治家也许还很有可能找到一个相对来说过得去

的解决办法;实在不行,就只能红着脸抽身而退了。当年,美国既对越南北方大肆空袭,又向

南越派遣了大量地面部队直接参战。可最后,筋疲力尽的它还是不得不选择了放弃南越的作

法。在美国卷入越战期间,它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使用核武器, ①而捍卫美国在抵御全球“共产

主义扩张”方面的政治“威望”正是美国一步步滑入越南泥潭的一个基本原因。因此,即使常

规空中打击失败,甚至地面进攻也是徒劳,在对抗有限的局面下,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作用

依然不会有多大改观。

道义及政治成本

核威慑的作用无论如何摆脱不了道义问题的困扰。在所遭到的冒犯远非生死攸关的情

况下,若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首先动用核武器,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这种行为

将被广泛谴责为野蛮的,即便在西方社会也会引起舆论上的“核爆炸”。②放弃有效的常规力

量不用而诉诸核武器也足以构成一个广受抨击的道义问题。如果受到核攻击的是没有核武

器的国家,情况就更为糟糕。核问题的历史表明,道义因素令对无核国使用核武器似乎比对

有核国使用核武器更不现实。如果使用核武器,西方国家应该说会以军事和工业目标为打击

对象,它们想避免平民受到可怕杀伤引起的巨大麻烦。但是,即便不去关心核弹是否会打偏

这个问题,核打击对平民、环境和邻近国家的“附带杀伤”也会相当严重。如果核攻击招致了

严厉的报复,甚至是核报复,作出启用核武器的决定的领导人更可能受到国内舆论的强烈抨

击。

如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使用核武器,还可能激化一直存在的对于西方的种族优越感

的谴责。早在 1945年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时,就有人指责是种族主义使美国将核炸弹投

到了日本人而不是德国人的头上。这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影响。在 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期

间,美国有人建议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对此,艾森豪威尔言道:“你们这些家伙必定是疯了。我

们不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再次对亚洲人使用那些可怕的玩艺。”③在核武器的使用所牵涉

的道义问题中,基于种族问题的道义考虑一直是重要方面。在冷战后时代,这个因素对西方

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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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活中,所付出的道义成本会化为政治成本。如果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使用核

武器,道义上的麻烦会使西方在当前冲突中的行为“合法性”黯淡下去。如果受到核打击的非

西方国家原先的所作所为不为国际社会所认同,西方国家对其发出的要求还能够在不同程

度上得到道义上的解释或修饰,但核武器的使用可能反过来会使前者得到同情,而使后者的

“底气”被削弱。如果核打击是为了使非西方国家的政权改变反西方态度,核打击的非道义性

很可能只会使其趋于增强。而且,假如该国的民众原先并不满意于其政府,核攻击也许反而

会拉近他们和本国政府的距离,并使他们对西方十分反感甚至敌视。在使用核武器的西方国

家内部,由于对于使用核武器的谴责或者由于核攻击招致了严厉报复而产生的对于政府的

批判,有关领导人必然会面临很多政治失分甚至下台的结局。更广泛的国际范围内的长期性

影响也可能出现、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种族和文化冲突也许将更为显眼,西方在国际社会的

“声望”也许会遭到削弱,它在非西方事务和全球事务中的运作能力也许会受到更多的掣肘。

鉴于在对抗中所涉及的利益的规模,如此巨大的道义和政治成本显然严重削弱了西方

国家核威慑的可信性。在评论萨达姆据说因为美国的核威胁而不敢在海湾战争中动用生化

武器时,凯思·佩恩写道,“萨达姆·侯赛因的决策看来未受美国领导人对‘核禁忌’的看重

的影响——一个更加熟悉美国的政治文化的挑战者对此的利用也许会影响一场未来的地区

危机。”①

消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的安全利益

核武器的实际使用还会损害西方旨在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自身的威胁的努力。在

冷战后时代,消除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被西方国家列为了安全政策

的基本内容。1993年,上台不久的克林顿政府出台了第 13号总统指令 (P residen t ia l D eci2
sion D irect ive 13) ,它指出“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管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

器,还是能将它们倾泻到几百英里之外的人民头上的弹道导弹——的扩散”是美国政府最紧

迫的优先任务之一。②美国或西方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关注基于它们所处的战略环境。冷

战后的全球性干预主义政策使西方给自己制造了不少“敌人”,其中最令其介意的是哪些所

谓“流氓”国家和许多和前者也许有着某些联系、在明处或暗处的“恐怖主义”组织。它们获得

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作为它们的运载工具的弹道导弹的后果不能不令西方感到担

心。消除核威胁又被列为了重中之重。“不友好”的非西方国家手中的核武器会让西方感到

不安,若“恐怖主义”组织掌握核武器,西方更会提心吊胆。③

如果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将严重损害它们的消除核威胁的努力。

虽然自核武器问世以来,核国家从一个发展到了多个,但是,核扩散的规模还是受到了很大

限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鉴于使用核武器的各种后果,核武器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多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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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使用可能的武器。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发生了动用核武器的事例,“核禁忌”观念可能受到

冲击,在国家间冲突中,核武器也更有可能得到使用。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在

和非西方核国家的对抗中,它们要更多地为对手手中的核武器所羁绊。尤其重要的是,若在

并非生死攸关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这可能降低核武器可以使用的“门槛”,从而增加今后对

手出于也非十分重要的利益而对自己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所以,在核武器未被实际使用的纪

录已经保持了五十余年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动用了核武器,所创造的危险

先例反过来可能束缚它在和非西方的核国家打交道时的行动自由。

在核扩散问题上,若核武器的使用造成“核禁忌”的淡化和使用核武器的“门槛”的降低,

这很可能促使更多的国家更多地考虑,是否有必要获得核军事能力以向他国施加压力,或者

是用于抵御敌方对自己的核讹诈。假如西方国家对某个非西方国家动用了核武器,这自然会

大大增强感受到西方威胁的非西方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动机。并不和西方敌对的一些非西方

国家也可能重新考虑自己的核立场。和非西方的核国家毗邻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可能萌发发

展核武器的想法,比如日本和若干东欧国家。美国对其西方盟国实行着传统的“延伸威慑”政

策 (ex tended deterrence) ,即承诺在后者遭到核袭击时以包括动用核武器在内的方式进行援

助。迄今,这种安全保证对于使大多数西方国家不谋求核地位起到了相当作用。不过,美国

能否履行核保证也一直被认为多少是一个问题。核冲突现实性的加大会使美国的盟国更多

地顾虑美国履行其诺言的决心,而这也不利于西方联盟内部的团结和美国在西方世界的主

导地位。

在目前的国际核不扩散活动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主导者,美国也是对核扩散最

为关心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无核国家 (绝大多数是非西方国家)一直要求核国家实行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如果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会极大地削弱西

方的核不扩散主张的影响力。如果受到核打击的是无核的非西方国家,西方的核不扩散政策

就处于了更为尴尬的境地。因为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无核国家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所有核国家

承诺不对承担了核不扩散义务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虽然迄今只有中国宣布了任何情况

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是其他四个核大国也已作出

了下列承诺:不对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或参加了其他核不扩散安排的国家使用核武器,除非

和某个核国家结盟的无核国家对本国或其盟国发动武装攻击。后种情形在今天几乎是不可

能发生的,也没有哪个非西方无核国家和核国家结盟。因此,西方对无核的非西方国家的核

攻击就是对上述承诺的违反,不仅会加剧自己的道义困境,还将使核不扩散领域处于一片混

乱之中。

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核攻击还可能刺激一些反西方的非西方国家对于化学武器、

生物武器和以弹道导弹为主的运载工具的需求,尤其是那些还没有能力获得核武器的国家。

对它们来说,这些武器装备的获得能够增加自己对于西方国家的威慑力,有助于阻止后者对

自己使用或再次使用核武器。

所以,在与非西方国家的对抗的利益不具有根本性的情形下,非常令人怀疑的是,西方

国家是否会冒着增强西方所面临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的危险而使用核武器。实际上,美

国不少官方人士认为,在冷战后,美国应该大幅度“淡化 (deem phasize)核武器在安全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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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以促使他国也这样做。①自然,这对在常规武器方面居于绝对优势、又积极推行全球

干预政策的美国是有利的。

遭到报复的危险

使用核武器引发的遭致报复的危险对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作用的影响需要具体分析。

报复可以是军事意义上的,也可表现为经济和外交制裁。鉴于当前西方世界在全球事务中的

主导地位以及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对西方的依赖,即便西方国家对非西方

国家发起核打击,它们也很难遭到严厉的非军事意义上的制裁。历史上,非西方世界对西方

世界发起的唯一一次具有制裁性质的严重经济打击就是当年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的石油

战,这令西方吃了很多苦头。可是,在今天,即便美国粗暴地对某个阿拉伯国家动用了核武

器,阿拉伯产油国不可能对美国长期实施惩罚性的石油政策。石油是西方的血液,但石油美

元更是产油国的血液。

就军事报复而言,如果面对的非西方国家没有值得一提的军事能力,西方国家核威慑的

作用显然不会因为可能招致严厉的报复而受到抑制,如同北约可以肆无忌惮地空袭南斯拉

夫而不用担心后者会进行有效还击。如果核威慑所针对的非西方国家拥有较强的常规军事

力量乃至生物或化学武器,西方国家的核打击自然可能招来有力的甚至可怕的报复,更不用

说非西方国家拥有核武器。不过,在可预见的将来,除了俄罗斯等若干非西方国家,其他非西

方国家的军事力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西方的核威胁还是一个问题。

或许,更令西方感到惶恐的是,受到核攻击的非西方国家或者是它在非西方世界中的同

情者可能采取“恐怖主义”的行动。在某个西方国家对某个非西方国家动用了核武器之后,它

大概会要求国内民众防范可疑的人或举动;要求边防部门加强出入境管理;要求国外的使领

馆、军事设施、各类办事处和企业机构等保持戒备状态;要求它的公民不要去事发地区旅行;

要求本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加强安全检查;要求自己的盟国也加强戒备,等等。“恐怖主义”活

动以及旨在防范其的一切会使当事国承受物质损失或精神紧张。然而,这点并不足以成为遏

止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发起核打击的因素。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活动一直存在着,但美

国等西方国家并未怎么改变对非西方世界的积极干预政策。而且,在冷战后时代,虽然西方

对非西方的干预主义增强了,但似乎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活动的规模较之以往还有减弱。

在 90年代,非西方势力对西方国家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只有早年的纽约世

界贸易中心的爆炸案和 1998年的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的爆炸案。传统上,针

对西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大都和中东世界有缘。可是,如今,阿以矛盾趋于消解,巴勒斯坦人

获得了自治地位。以前常被西方指责或怀疑为支持或从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伊朗、利比

亚和叙利亚对西方国家也执行了实现缓和或是注重稳健的政策 (典型的例子是在承受了十

余年的国际制裁之后,利比亚终于交出了两名涉嫌洛克比空难的特工人员)。

尽管如此,当然不能否认,存在着对非西方国家使用核武器的西方国家遭到严重报复的

可能。若“恐怖主义”分子掌握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西方更会如坐针毡。

—27—

太平洋学报　2000年第 3期

① W illiam Perry,A sh ton Carter & John Steinb runer, A N ew Concep t of Coop era tive S ecu rity ,B rook2
ings In st itu te,W ash ington, 1992. pp. 11—12.



如果这些报复有着相当的实现可能,和有关冲突中所涉及的利益的大小相比,启用核武器就

更显得得不偿失。不过,即便如今西方国家可以相对放心地对非西方国家动用核武器,而不

必那般担心遭到可怕的报复,它们的核威慑的作用也十分苍白,因为前几个方面的因素更为

重要,足以令西方国家的核威慑很不可信。

明确的或模糊的口头威慑与同盟政治

西方的核威慑的效力还和传达威慑信息的方式相关。的确,这种方式并非仅仅包括用语

言向对手表示自己必要时可能使用核武器。有时,单单是核武器的拥有本身就可以产生威慑

力, 这就是所谓的“存在性威慑”(ex isten t deterrence)。可是,在冷战后时代,鉴于西方对非

西方的核威慑的作用存在着上述严重问题,西方的核力量很难切实具有存在性威慑的意义。

这样,假如西方要运用核威慑,就只能发出威慑语言。一个选择就是,明确地告诉对手,如果

它胆敢越雷池一步,就会遭到核惩罚。可是,冷战后西方的核威慑作用的极其有限依然会相

当地妨碍明确的口头核威慑的效果,并使西方在威慑失败时不免有骑虎难下之尴尬。

而且,这种威慑的作用还会在另一种意义上遭到削弱。当前,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干涉

时,西方国家常常采取集体行动,尤其在干涉的规模要求分担成本和显示西方阵营的团结一

致的情形下。这样,同盟政治就产生了作用。在西方国家的集体行动中,假如美国打算明确

发出非报复性的核威慑,它大概不能不事先和盟国充分交换意见。否则,美国可能陷入困难

境地。如果美国在未和西方盟国通气的情况下擅自发出了明确的核威慑,这不仅会被视作对

盟国的傲慢和不尊重,还可能令盟国政府处于某种尴尬境地,因为它们可能被国际或国内舆

论谴责为和美国人就进行核冒险进行了密谋,或是没有从美国人那儿争取到足够的平等,让

后者牵着鼻子走。这些都可能破坏西方世界的集体行动能力。更重要的是,如果盟国领导人

或其公众舆论对美国发出的核威慑持明显的异议 (这是很可能的) ,从而使西方联盟在使用

核武器问题上的明显分歧暴露在世人面前,核威慑的作用自然更要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核威慑不能令对手屈服,面对着盟国方面的反对,为了维系和盟国的团结、保持西方

世界在当前事态和日后的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美国大概也只能让自己当初的威胁沦为吓唬

人的空话,同时不得不接受“威信”的受损。这样,在西方的集体行动中,美国也许可以就是否

发出明确的核威慑而事先和盟国商讨。但是,美国的西方盟国会赞同发出这样的核威慑么?

它们会同意在威慑失败之后履行核打击么? 这些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迟疑

意味着时间上的拖延,这很可能使这一决策过程为公众所关注,进而引发广泛的反核舆论,

而这又可能加剧作出积极的核决定的难度,从而会进一步削弱核威慑的作用。

因此,美国或西方会选择发出给自己留有余地的相对含糊的威慑语言,比如威胁说“将

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或者是“在必要时可能考虑使用核武器”。西方可以对其对手威胁说,若

不满足某某要求,几月几日几时就将发起空袭,但它们不可能发出如此明确的核威胁。在科

索沃危机中,当谈及派遣地面作战部队进攻南斯拉夫时,北约就采用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腔

调。毕竟,地面进攻可能造成的巨大伤亡令他们不可能就地面进攻发出明确而坚定的威慑信

号。可是,不坚定的威慑语言也只会让对手更多地看到自己心中的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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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生物与化学武器?

上面已经表明,在冷战后时代,在和非西方国家的对抗并不牵涉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的

背景下,对西方国家来说,对非西方国家的非报复性核打击意义上的核威慑的作用至少是很

有限的。西方人士也意识到了这点。与此相联,一种占优势的观点是,核武器的实际用途只

能是在敌方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下进行报复。1992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就指

出,核武器的用途是“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①在遏止拥有核武器的敌手首先使用

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确实有其功用,但是,西方国家旨在遏止生化武器及常规弹道导弹的使

用的核威慑的可信性则需具体分析。有文章指出,如果一枚可播撒 300公斤沙林毒剂的化学

武器投掷在了象迈阿密、利雅得和特拉维夫这样的人口不那么稠密的城市,可能会令 200至

3000人死亡; 一枚可播撒 30 公斤炭疽菌的生物武器落在同样的城市,死亡人数则可达到

20000至 80000。如果受攻击的是象开罗和德黑兰这样的人口更稠密的城市,死亡人数可能

增大 10倍! ②所以,如果非西方国家用生化武器攻击西方阵营国家的城市,并造成了巨大的

平民伤亡,也许西方国家的确会动用核武器进行报复。不过,如果受打击的是战场上的军队,

西方国家进行核报复的可能是令人怀疑的。在当今时代,西方军队在战区的集结密度已远不

如以前,而且还装备有一定的防范生化武器的用品,这使得生化武器的袭击所造成的伤害结

果应是相对有限的,以至于进行核报复对西方国家而言可能是弊大于利,何况西方强大的常

规军事能力仍然足以扮演报复角色,尽管它们已经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

器公约。在海湾战争中,英国和法国在战事开始前就排除了动用核武器以报复对生化武器的

使用的可能。③虽然美国也警告伊拉克,如果它使用生化武器,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报复,但

布什为首的决策层私下也作出了即使遭到生化武器袭击也不动用核武器的决定。事后,美中

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说,如果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将扩大常规空袭的范围; 参

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则表示,作为报复,美国可能轰炸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上的大坝,以水淹巴格达。④当然,有研究认为,萨达姆确实十分害怕美国用核武器来报复他

对化学武器的使用。⑤不过,单是美国拒绝排除利用核武器来报复伊拉克的生化武器攻击的

可能就影响到了其他国家对于核武器的态度。事后,拉吉夫·甘地在给他人的信中写道,美

国对核武器的使用将使印度“除了把开发核武器的能力变为核实战能力外别无选择。”⑥

结论

以上论述了冷战后西方国家的核威慑在与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的实际作用。其中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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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后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所涉及的西方国家的利益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

下,鉴于随使用核武器而来的道义和政治代价、报复的危险和增强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

胁等因素,西方国家动用核武器令自己得不偿失。西方拥有常规高技术武器方面的优势和强

大的常规空中打击能力,这更使西方的核威慑十分不可信。在空中打击失效之余,西方也拥

有其他的选择。在表达威慑信息的方式方面,西方也面临着困难局面。所以,在冷战后西方

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最多除了前者遭到生化武器袭击的情形,可以说,西方国家的

非报复性威胁使用核武器意义上的核威慑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也就是说,有关的非西方国

家基本上不会因为西方的核威慑而屈服于西方的意志,它们不为西方国家的核威慑——无

论是以言语表达出来的还是“存在性”的——所左右。今天西方在地区性的危机和冲突中主

动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的确是极难想象的。实际上,在冷战后,除了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利用

核威胁来警告萨达姆不要动用生化武器之外,西方并未口头发出过核威慑。这表明,西方国

家不仅认为核威慑将是不可信的,对核威慑的言语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都不能不在意。在美

国的国家安全决策圈子中,很多高级官员认为,只有作为对他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反应,美

国使用核武器才是“合法”的。

自然,这些绝不意味着西方世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干预主义的减弱或消失。当前,西方

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的巨大优势成为了它对非西方地区进行干涉的一个主要的权力手段。

另一方面,虽然西方国家对自己的核力量确实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裁减,但是,西方尤其是

美国根本不会放弃自己的核力量和核威慑政策,它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甚至改进自己的核

力量。对西方而言,它尚需要利用核威慑,以阻止非西方国家进行生物和化学武器的袭击,以

遏制非西方核国家对自己首先动用核武器,并防范多少令其担心的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

大国的“大规模扩张”可能。①而且,它还抱有这种带有侥幸的期望: 虽然冷战后自己的核威

慑的作用应该说是可怜之小,但说不定还是能够吓着非西方的一些“胆小鬼”。对美国来说,

有效的美国核力量的存在对于继续美国的“延伸威慑”,避免西方或非西方的一些盟国成为

核国家和维护自己在西方世界的安全和政治轴心地位也必不可少。所以,西方将绝不会放弃

核力量,它也尚未而且看来也不会轻易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和无条件地不对无核

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另外,在象征意义上,核武器仍是西方核国家看作本身实力地位的

一个主要标志和国际威望的构成因素。如果英国和法国没有核武器,它们的世界大国色彩也

许要淡化;对于美国而言,核超级大国身份也是围绕着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的一道耀眼光

环。而且,核力量的存在也关系到军事当局的部门利益和传统上和核军备建设紧密相关的军

事工业集团的利益。有人甚至认为,在美国关于军备规划的决策中,战略方面的真正考虑影

响极小,而组织或部门利益方向的因素是最重要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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